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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重心：何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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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1870年的教会在华教育事业
	· 183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一所学校，收留几个穷孩子读书，称为贝满学校（Bridgman School），这是美国传教士在华建立的最早的学堂，也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建立的第一所学校。
· 早期的教会学校仅仅作为诱导学生前来的一种手段而已，其真正目的不是教育，而是吸引信徒和培养传教助手，即作为宣道的辅助工具。
· 在这种办学思想之下，直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教会学校一直没有太大的起色。大多数学校停留在小学水平。教授内容多为《圣经》、中国经典、少量的英语和西方史地知识。


参考：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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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1900年的教会在华教育事业
	· 教会学校不再停留在初级班的水平，出现了一批教会中学。登州文会馆于1876年宣布具有大学水准，成为最早的教会大学，随后圣约翰书院于1879年、潞河书院于1886年也仿效文会馆的作法，宣布提供高等教育。这样出现了中国第一批教会大学。
· 各校按照西方教育模式，建立起正式的教育体制，确立了修习年限。如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学制6年，上海中西书院学制8年，最长的是登州文会馆，学制9年。教学开始按级分班进行。
· 世俗知识在教学中的比重大大增加。
· 主要招生对象由原来的社会底层变为富家子弟，在收取高额学费的情况下，不少学校成为贵冑子弟追逐的目标，教会学校逐渐贵族化。
· 毕业生的出路好，据统计，从1876至1910年，文会馆共培养学生208人，其中有104人担任各地学堂的教习，分布在全国各省，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官立学堂，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江南高等学堂、北洋大学堂、云南政法学堂、保定陆军学堂和奉天陆军学堂。当时文会馆毕业生身价非常高，每人月薪30两银子。


参考：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212-2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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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成为英国殖民管治下的地方。以下是几个近代知识分子对19世纪香港的印象和评价注：
	王韬（1865）
	司法制度、防卫治安完善，有自来水供应，街头设有煤气灯。昔日「废土，今成雄镇」。

	郭嵩焘（1876）
	普通教育设施完善，有古人培养人才之遗意。监狱整洁，与内地牢狱的黑暗、污秽与残酷，有天壤之别。

	康有为（1879）
	建筑宏丽，道路整洁，巡捕严密，西方人治国有法度。

	孙中山（1890年代）
	街道秩序整齐，建筑宏美，工作进步；治安良好，政府官员少有腐败。


注：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西方外交官、商人、传教士移入，西方文物思想制度得以传入，出现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现象，催生了新文化与新思想、新人才。近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对现代化城市的印象促使他们反思中国当前的问题及今后改革的路向。
资料来源：霍启昌编着：《香港史敎学参考资料》（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页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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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启（1859-1914），字沃生，又叫Dr. Ho Kai，广东南海西樵人，和康有为是同乡。何启出身于教会家庭，1859年生于香港，其父何福堂是基督教伦敦传道会牧师。何福堂出身贫苦，早年随父亲往南洋谋生，曾入读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创设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其后在港负责宣教事业。何启自幼聪明，11岁便连跳四级，成为香港中央书院（Hong Kong College，1894年易名为皇仁书院）的学生。1872年何启在肄业后赴英国留学，入巴尔美学校（Palmer House School）继续中学教育，1875年入读苏格兰亚伯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学习医科，1879年毕业，并完成临床实习，正式成为外科医生，成为香港史上第一个合格的正式西医。其后弃医从法（一说为听从恋人英国姑娘雅丽氏（Alice Walkden，英国下议院议员获根约翰〔John Walkden〕的女儿）的劝告，因为时人视法学院为培养贵族的摇篮），入读林肯法律学院（Lincoln’s Inn），三年后（1882）毕业并取得大律师资格，成为获此荣誉的第二个中国人（第一人为其姐夫伍廷芳〔1842-1922〕）。同年1月，何启携其新婚夫人雅丽氏回港。初时何启挂牌行医，成为香港第一位华人的执业医生，但因少有华人患者到诊，生活拮据，因而改行做律师。


说明：从何启的出身反映了早年香港华人精英的背景，如入读教会学校、接受英语教育、曾出洋留学、学有专长等。
资料来源：张礼垣：《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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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月之认为何启长期在生活在香港，并到英国留学，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化的系统教育注，因而比起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国内地的一派主张改良派起来，其民权思想中，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刻痕更深刻。


注：资本主义及西方教育对变革思想的产生十分重要。
资料来源：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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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的世俗化教育内容
	香港中央书院（时称大书院）成立于1862年为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 Society）著名传教士及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所创办。理雅各建议香港政府发展官立世俗化教育，加强英语训练，藉以培养英才，以应香港发展所需。其教学课程除注意中英语文教育，需修习传统经史外，并且学习西方格致、几何、代数及史地之学。20世纪中港两地政治名人如孙中山（1866-1925）、陈锦涛（1871-1939）、王宠惠（1881-1958）等均曾就读该校。


资料来源：李金强：〈胡礼垣〉，收入《中国历代思想家（18）：曾国藩‧郭嵩焘‧郑观应‧胡礼垣》（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更新版），页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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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相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精英通过科举考试中的功名跻身社会上层，19世纪的香港社会里的华人精英，首要条件是在英文学校里接受教育，精通英语。毕业后，他们的典型是先从公仆（通常当传译员）做起，然后任职买办，再进而成为资本家，最后获委任为立法局议员。此外，还有一些从事其他专业的华人，包括在西方学习法律、医学和牙医等方面的人才，但为数不多，19世纪时共有一二十人，全都受过英语教育。
2. 大多数具备英语能力的香港华人都曾在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就读，例如英华书院、圣保罗书院、圣约瑟书院以及中央书院等。


说明：精通英语是香港华人晋身社会上层的必要条件，在香港社会极其重要。
资料来源：施其乐（Smith C.T.）着，程美宝译：〈十九世界香港具备英语能力的华人精英〉，载程美宝、赵雨乐合编：《香港史研究论著选辑》（香港：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7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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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胡礼垣等人与孙中山革命党亲近的原因
	沿海在推动改革者向革命者转向方面极为重要。沿海的革命者如孙中山和沿海的改革者如何启、容闳（1828-1912），既象征性地也实际上在互相交流（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来自广东地区）。他们有共同的社会和地理背景，共同的宗教根源，共同的学习经历，共同的世界观念。归根到底，这些特征使他们互相之间在社会文化方面比同思想与之对立的任何内地人物都更为接近。


资料来源：〔美〕柯文着，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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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年康有为（1858-1927）在北京组织「保国会」，发表〈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强调面对外力入侵，中国将如印度，缅甸、安南、波兰等沦为次等国民而受凌辱，并以香港为例，说明香港华人具有成就者皆以任职买办为荣，但买办需要仰视英国大班的颜色，且英人管治下，只有两名华人注出任议员，可见英人对华民的歧视。对此，何启和胡礼垣反驳说：英人自香港开埠后，逐渐移植英国优良制度，如设学校、分科授业，使香港华人学有专精；华人且获委任为行政司法立法机关的公职，故香港华人未受歧视；英国在香港推行的新政，日见成效，值得学习。


注：即何启和韦玉。
说明：在列强侵略下，各地华人饱受欺凌，香港华人精英却对殖民统治表示认同，而他们有以香港作为中国改革学习西方文化视窗的想法。
资料来源：李金强：〈胡礼垣〉，收入《中国历代思想家（18）：曾国藩‧郭嵩焘‧郑观应‧胡礼垣》（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更新版），页307-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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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数
	华人

	1844-1898年间香港获准执业大律师
	46
	3

	1844-1898年间香港获准执业律师
	67
	3

	1884年非官守太平绅士
	60
	7

	1893非官守太平绅士
	84
	12


说明：香港殖民政府透过委任华人精英为太平绅士及批准其为执业律师、大律师以进行政治安抚，方便其以华治华的管治策略。
资料来源：施其乐（Smith C.T.）着，程美宝译：〈十九世界香港具备英语能力的华人精英〉，载程美宝、赵雨乐合编：《香港史研究论著选辑》（香港：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94；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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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本质及其局限
	1887年卸任中国驻英俄法三国公使的曾纪泽（1838-1890）在其参赞马格里爵士（Sir 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 1833-1906）协助下撰成 “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刊于Asiatic Quarterly Review内，其后翻译为中文（题为：〈中国先睡后醒论〉），力言中国已走向富强之路，因为中国已购军舰、筑炮台、兴办新式陆军、整顿海防、刷新外交，并且进行了设置机械局、开矿务、建铁路等一系列的洋务改革，可证明中国「昔睡而今醒」，足可成为亚洲强国。
同年何启以Sinensis（华士）笔名发表英文长文，反驳曾氏一文，其后再由摰友胡礼垣翻译阐发为中文，发表于香港的《华字日报》（1887年5月11日）。内容主要说明中国之所以为列强所欺，原因在于「内政不修，风俗之颓靡也」。曾纪泽所指出的整顿海防，兴建新式海陆军等洋务建设，皆属枝节，本末倒置。何启提出「民政为本，军政为末」，主张根本之图在于刷新内政：中国既为君主之国，君主应该保民、利民，取得民心；要整饬吏治，革除司法不分的弊政，应「任贤能，黜浮伪，核名实、洽君臣」，然后内部和谐，上下一心，国家始能富强。


资料来源：李金强：〈胡礼垣〉，收入《中国历代思想家（18）：曾国藩‧郭嵩焘‧郑观应‧胡礼垣》（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更新版），页304-305；赵令扬：〈何启：辛亥革命期间香港之中国资产阶级〉，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2715-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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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1898年张之洞（1837-1909）〈劝学篇〉的观点：
1. 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即「中体西用」论）。认为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是道、是本、是主、是体，是不可变的；西人器数之学，各国富强之术则是器、是末、是辅、是用，是可以变的。
2. 只要重建儒家传统便可助朝廷恢复国人的信心。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比起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更具有优越性，只要再与西方的科学技术配合起来发展，中国自可富强。
3. 中国君主英明，朝廷没有苛政，因此不用改变政制；法国因暴君虐政，举国怨愤，上下相改，所以才改为民主之国。


注：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旨在调和中西文化的差异以促进中国进行改革运动。
资料来源：赵令扬：〈论何启对张之洞《劝学篇》之批判〉，载《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年），页119-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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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启的政治改革主张：
1. 批判专制统治：认为君主专制是「无道之法」，「君臣之间各能自便其私计」。这种以私为政的制度，使清政府腐败，「官府蒙蔽」，用人失当，君民相隔。
2. 中国自古已有民权：中国民权（指「民本」）早已盛行于三代，近世民权始创于英法，三代之隆以及西方国家富强之道，皆由于重民权之故。
3. 驳斥张之洞保持「三纲说」的谬误，指出是汉儒和宋儒为君权合法化的解除，有违人道。何启受到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影响，主张天赋人权，生命、财产与自由的权利皆出于天。
4. 实行君主立宪代议制：认为人权作为理念不能自动贯彻实行，故需落实于民权的行使，并有赖于相应制度的设立及运作，而这种制度就是君主立宪代议制。注以英国虚君立宪政体最为理想，主张效法英国设议院、选议员、行内阁官制，以及实施地方自治等制度。


注：何启的政治改革思想资源在于天赋人权观及自由主义，落实在君主立宪的议会政治上。
资料来源：李金强：《书生报国──中国近代变革思想之源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48-5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下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0年），页81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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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以降，随着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百态的深入介绍，特别是大量在西方人看来是残忍严酷的「枷号示众」、「贯耳站街」、「发配」、「徒刑」等图像作品的流通，以至在中国的耳闻目睹，都使西方人感到中国司法制度的野蛮落后，产生威吓性效果。正因中国法制的野蛮与落后，益使西方人抗拒接受中国法律的管辖。就是在这前提下，西方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将领事裁判权合理化。何启认为「大违君主之权」的领事裁判权之所以能行于中国，究其原因，非曾纪泽所说的由于中国「无威猛军兵，无坚刚铁舰」，实由于政令不修，因而风俗颓靡，中国没有公平的法律及司法制度，贪赃枉法，滥用私刑。因此改革救亡之道，唯在于政治改革上。


说明：不平等条约的实施，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中国的内部问题，进而探索政治改革的道路以摆脱困境。
资料来源：〈曾论书后〉，何启、胡礼垣着；郑大华校点：《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8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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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启的经济思想体现在其重商主义注上，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是国家富强之本，商人与实业家是国家的中坚，资本主义是中国致富之道。他提出了发展经济的具体方案，认为应「兴铁路」（全国兴办铁路交通网）、「广轮舶」（建立轮船航运〔内河及远洋〕拓展对外贸易）、「开矿产」（开采中国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有助工商业发展及解决财政困难）、通商务。此外，对新式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如减轻商税，奖励制造、贸易，发放贷款、废除厘金，改革税制，实行专利法。提倡经济发展应以民间经营为主导，反对官督商办。要求统一发行纸币，有利于商品流通。财源方面，反对向外资借款，主张开借民债以解财务之困。


注：何启的重商主义，正好反映当时的商战观念，认为国家富强之道就是发展工商业。
资料来源：李金强：《书生报国──中国近代变革思想之源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51-53；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62-65；张洋：〈近代思想家何启、胡礼垣的市场经济思想〉，《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7年4期，页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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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统治下香港华人精英的两面性及矛盾
	1899年英国白雷斯福爵相（Lord Charles Beresford，1846-1919）访港，鼓吹门户开放政策，华商公会举办千余人的集会以表欢迎。会上何启等八位绅商先后演讲，大抵内容强调中英合作，并要求英国政府协助整顿中国陆海军队，保护华商，发展中国商业，以对抗法国、俄国以及其他强权。爵相回英后，收到何启与韦玉（与何同为华人立法局议员）的一封长信，内容是香港华商恳请英国对中国满清政府施加压力，强迫其维新改革，好让中国重获新生（regeneration）。
蔡荣芳在总结何启这类殖民统治下华人精英的思想为「依附外国强权之自由式民族主义」。特征有二：
1. 「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在商业阶层霸权之下，强盛的中国。虽然，尽管他们（指何启和胡礼垣）竭力提倡『民权』，他们仍是精英主义者（elitists）。他们强调的是商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下层劳工或农民的福利。他们认为商业阶层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两者相等。」
2. 「对英国一厢情愿的依存性──依赖英国协助中国改革图强。我称这种思想为『与外国强权协力的民族主义』（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这又是他们香港上层华商阶级的观点。何启与胡礼垣的维新论，充份表现了香港人的特性。」
简而言之，香港华人绅商的特色是「与英帝协力的民族主义」，即一方面认同中国、热爱中国，担忧国家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希望改革，但不在其位，无能为力；对清政府感到失望，因此向英国帝国主义者求援，希望英国能强迫清政府进行改革，使中国「重获新生」。这种看似是极大的矛盾，正好反映了香港华人的处境。


资料来源：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62-65。
建议讨论问题：
1. 资料一和二代表了外国教会学校在华教育事业的两个阶段，你认为中国政坛发生了什么转变，导致教会学校在这两个阶段有明显的发展？（洋务运动。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逐渐改变了对西学的看法，洋务事业的兴办也刺激了对西式人才的需求。部份敏锐的传教士对传统办学模式进行反思，导致教会教育进入迅速发展的新阶段。）
阅读资料三、四、五，回答以下两问：
2. 有论者认为，晚清变法思想家主要来自沿海沿江省份的通商口岸，你认为香港自1841年《南京条约》割让给英国后，具备哪些有利因素能孕育出何启、孙中山等主张改革、变法、革命的思想家？
3. 何启和孙中山以最初都是习医的，然后改为从事其他方面的事业。为什么当时中国这样精英起先都选择学习医科呢？为什么其后又改变了志向？
阅读资料四、六、七，回答以下两问：
4. 近代香港华人精英的成功因素是什么？试以何启的生平加以印证及说明。
5. 近代香港的华人精英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什么分别？为什么他们几乎都是出自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 
阅读资料三至八，回答以下两问：
6. 据柯文所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何启、孙中山这类知识分子接近？
7. 何启强调民权、自由，主张开议会，重工商，你认为这与他的背景有什么关系？
8. 根据资料九、十，为什么康有为要强调香港华人受歧视？何启和胡礼垣的反驳是否属实？他们强调英国人成功管治香港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阅读资料十一、十二、十三，回答以下两问：
9. 你认为曾纪泽、张之洞和何启哪个人的建议更适合晚清中国的发展？为什么？
10. 你认为何启这种言论能否在满清政府统治下的内地发表吗？为什么？
11. 据资料十四，外国在中国实行领事裁判权合理吗？为什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废除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
12. 参考资料十五，何启的经济主张与中国官僚的主张主要有什么不同？你认为他的建议能否解决中国财政困难的困境，帮助中国成为富强之国？试加以评论。
13. 据资料十六，你认为何启这类华商利用外国势力迫使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爱国」方式，有什么好处和坏处？你认同这种「救国」方式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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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对香港医疗卫生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1）1887年2月，何启为了纪念1884年去世的亡妻雅丽氏和造福香港市民，于上环荷李活道兴建雅丽氏纪念医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成为本港首间为贫苦华人提供西医治疗的医院。医院最初有病床80张，其后增加至90张，后来与那打素医院合并。何启担任该医院财务委员会主席达27年之久。1904年，何启又创立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Alice Memorial Maternity Hospital），是香港第一所产科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产科医院之一。1906年，由于雅丽氏医院和那打素合并后﹐病床仍出现不足情况，何启之胞姊何妙龄（1847-1937，伍廷芳夫人）捐巨款兴建新医院，起名何妙龄医院（Ho Miu Ling Hospital）。后至1954年，那打素医院、雅丽氏纪念产科医院及何妙龄医院三家医院合并为「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后来医院迁至今大埔现址。
（2）1886-1896年间，港英政府委任何启为公众卫生委员会的委员。
（3）何启是倡建广华医院的其中一人，1907年向政府建议于该地兴建医院，获政府拨出现址及资助三万元作为支持，同时每年拨出六千五百元作为常费。广华医院最终于1911年成立。「广华」之名意指「广东华人」。


资料来源：张礼垣：《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34-35、110；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机构历史http://www.nethersole.org.hk/chi/hist.html；油尖旺文物径：http://qcrc.qef.org.hk/webpage/19984196/1/ytmheritagetrai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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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7年，何启等人筹办「香港西医书院」（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由何启出任筹备委员会主席（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国人），策画成立医校的工作。1887年10月成立的「香港西医书院」，学业程度与英国国内大学医学院相等，学制5年，招收中外学生，高中毕业可报名，经严格考试及格方可入学；全部课程以英语授课，并以雅丽氏纪念医院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对于「香港西医书院」建立的意义，何启在亚伯丁大学的同学、同在该院任教的英国人康得黎博士（Dr. James Cantile，1851-1926）有如下的评价：
「本书院工作之一般成效，因之将越洋出香港小岛，而影响且及于远外，所有香港及其他通商口岸之人民疾苦，得赖本院毕业同学之高级治疗学术为之解除。然所能完成者，亦不过如水中泡沫之临岸上沙石，而成为大中华帝国之科学输入之钥匙而已。」
（2）在西医书院成立之前，中国内地已有两所传授西方医学知识的学校，其一为1866年，美国著名传教医生嘉约翰（John Glasgow，1824-1901）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博济医学校」，初创时专收男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教会医学校1879年随着医学教育的发展，医学校从博济医院中分离出来，正式定名为「南华医科学校」（The South China Medical College），学制3年，并于同年首次招收女生入学，成为中国第一所招收女学生的西医学校。另一为1881年李鸿章等在天津开办的医学馆，是中国兴办最早的官办西医高等教育；1893年，李鸿章又委派法国军医梅尼在原「医学馆」的基础上筹建北洋医学堂（今河北医科大学的前身）。


背景：医校的开设，不仅在于提供教育场所予华人的贫家子弟，培养医生人才，更深的用意是将医校当作传播现代文明的场所、培养中国新式人才的摇篮（如孙中山之矢志革命）。
资料来源：张礼垣：《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34-50；陈雁：〈教士与近代中国的西医教育〉，《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1卷1期（2008年1月），页8-91；李传斌：〈李鸿章与近代西医〉，《安徽史学》，2001年3期，页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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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1907年何启得到港督卢押（Sir Fredrick John Dealtry Lugard，1858-1945）的支持，促成了香港大学的创立。其后，何启的挚友胡礼垣在〈香港创设大学堂劝捐序〉中，说明在香港创立大学的重要性：香港为远东的枢纽，水陆路交通便捷，工商业发达，规模宏大，可提供各学科实验及教育之用。中国内地如厦门、上海、天津，以至首都北京，虽然教育事业倡盛，但终不及香港，因此大学的设立，以香港最为适合。特别是香港的英语教育，根源深厚，浸淫有素。香港大学毕业生，将与出洋留学者无异，可为中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资料来源：择自〈香港创设大学堂劝捐序〉，转见张礼垣：《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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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人精英在香港管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和贡献
	1882年何启香港政府获任为「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1890年，鉴于何启在香港华人社会中的崇高地位，以及为促进香港文化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经港督提名，英国政府殖民地部委任何启为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至此何启成为香港历史上第三任此要职的中国人（第一位的留英伍廷芳〔1880-1882〕，第二位是留美的黄胜〔1884-1890〕），而且任期（一般为4年）是香港历史上任立法局议员时间最长的中国人，至1914年止，前后14年。


资料来源：张礼垣：《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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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殖民政府管治下华人精英的角色及其局限
	论者认为，1880年代以后香港政府委任华人领袖出任太平绅士以及立法局的非官任议员，无非是拉拢和安抚一些有志的绅商和华人精英，协助政府维持社会秩序。这些委任职位，并无政治实权；被委任的议员大部份是顺服的华人。例如港督轩尼诗称伍廷芳是立法局里面「无足轻重的人」；黄胜经常表现「合作的态度」。


资料来源：蔡荣芳，《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页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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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精英阶层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对本土文物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19世纪末期，由于九龙筑路建房急需大量石材，有商人因此在宋王台圣山放炮采石作建筑材料，对宋王台古迹做成威胁，时为立法局议员的何启支持九龙城居民发起的保存宋王台运动，1898年8月15日在立法局提出动议，要求政府立法保存宋王台古迹。1899年，立法局通过《保存宋王台条例》，禁止在宋王台圣山采石。」


资料来源：张礼垣：《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12。
[image: image28.jpg]



何启的改良主义对孙中山思想在香港形成时期的影响
	1887年10月「香港西医书院」成立，何启出任名誉秘书一职，作为该校唯一中国教授，讲授法医学和生理学两门课程。何启与孙中山的友谊从此开始，继而成为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导师。美国学者史扶林（Schiffrin, Harold Z.）指出：「首先支持这种愿望的是何启博士，他在这方面的经验足以作为孙中山的楷模。由于一年级只有十二个学生，同时，由于何启除了是该校的名誉秘书外，还兼教课。这样，就使这两个人有了充分的彼此熟悉的机会。」此外，何启后来发表的文章讨论中国政治事务，都「对孙中山在香港的思想形成时期和此后很长时间都有影响。」


资料来源：〔美〕史扶林着；丘政权、符致兴译：《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页21-22。
[image: image29.jpg]



何启的爱国情怀及其在近代中国的改革思想史及启蒙思想史上的地位
	何启对于晚清以来中国屡遭变故，割地赔款等外交上的吃亏受辱，痛心忧虑，并苦心孤诣钻研改革方案。对于中国的时局及国家去向问题，往往「按时立言」，发表文章，著书立书，「大声疾呼，如警梦之钟，如作气之鼓」。1887年着〈曾论书后〉，批评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1894年写成〈新政论议〉中，提出了七条政治改革的建议；1898年着〈康说书后〉（原名〈书报国第一集演说后〉），反对康有为鼓动中国人的排外情绪，认为应以和平的态度处理国际关系；1899年着〈劝学篇书〉，批评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方法，认为其祸害比诸曾纪泽的〈中国先睡后醒论〉更严重，可使中国的改革再拖慢十年。


资料来源：何启、胡礼垣着；郑大华校点：《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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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香港华人精英的何启对近代革命的参与及所扮演的角色
	「1895年以后，何启与孙中山关系更趋密切，两人认为单靠改革已不足以救国，密谋推翩满清。1895年8月，何启、孙中山、香港《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又名《中国邮报》）记者Thomas R. Rain及Cheaney Dunean等人于香港西营盘杏花楼酒家共谋广州起事（即乙未广州之役），何启负责起草对外宣言，并获推举为会议主席。可惜事机不密，为清廷所破。但何启继续利用其在香港的特殊地位，秘密地支持革命，不单是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而且在财政上给予大力的支持。」


资料来源：赵令扬：〈何启：辛亥革命期间香港之中国资产阶级〉，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2718-2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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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是政治改革以至革命运动的对外宣传者，起了连系革命派、清政府官员以及香港殖民政府的桥梁作用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之变，局势危急，何启建议孙中山的「兴中会」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策动两广「独立」，并将兴中会的《（中国南方志士）致香港总督书》翻译成英文，拜访港督卜力（Sir Henry Arthur Blake，1840-1918）寻求协助，详细介绍两广独立的可能性，及建立新政权的理由。虽然何启的建议得到卜力的支持，但最后因局势改变及李鸿章缺乏合作诚意而告流产。


资料来源：张礼垣：《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8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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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何启改革思想的贡献和局限的评价
	何启坚信「西学」才能挽救中国的危机的主张，「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来说，是必不能根植的，因为何启其实并不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的需要，当然也完全不了解当时人民的心声。」因此何启的主张「肯定救不了中国」。


资料来源：赵令扬：〈论何启对张之洞《劝学篇》之批判〉，载《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3年），页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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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何启改革思想的贡献和局限的评价
	何启的政治思想，「为当时的中国勾画出了一幅全面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蓝图。他们（按：指何启和胡礼垣）的政治思想，一方面反映出当时的精英知识份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层次思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他们要求参政，改造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政治，力求减轻封建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超经济剥夺和政治歧视，以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高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然而，他们的治国方案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空想色彩和历史局限性。」


资料来源：侯杰、胡伟：〈论何启、胡礼垣的政治思想——以《新政真诠》为核心的探讨〉，《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2期，页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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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华人精英对列强的掠夺侵略本质的认知的局限
	何启的思想反映了华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有一定的反帝情绪，但对帝国主义是害怕的，因而对帝国主义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他们也反封建主义，由于阶级力量的薄弱，他们不可能有彻底反封建的思想；由于看不见农民的力量，对农民采取轻视的态度。」


资料来源：任继愈：〈何启、胡礼垣的改良主义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页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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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的贡献
	「从医术上讲，何启是一位合格的外科医生，优秀的大学教授。从思想观念上说，何启又是一位富有见地的思想家、政论家。作为教师的何启，传授给学生的是精湛的医学知识；作为思想家、政论家的何启，导播给学生的是崭新的思想观念。前者治心，后者医心。作为学生的孙中山，从老师何启身上更多地（当作『的』）是学到了医心的本领。」


资料来源：张礼垣：《何启、胡礼垣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51。
建议讨论问题：
阅读资料一、二，回答以下三问：
1. 何启行医不久便改行为执业律师，他对香港医疗卫生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何启在创设医院之后，又开创西式医校呢？你会怎样评价何启对香港医疗卫生方面的贡献？
2. 香港西医书院除了医学知识的传播和教育外，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康得黎博士认为香港西医书院的教育工作可以成为「大中华帝国之科学输入之钥匙」？
3. 相对于同时期中国内地的西医学院，香港西医书院在人才培养上有什么优势？
4. 根据资料二和三，香港大学的毕业生较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士大夫有哪些较优胜的条件？他们对中国的改革事业会带来什么贡献？
阅读资料一至六，回答以下问题：
5. 十九世纪二十世界初香港的「太平绅士」和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职责是什么？是否真的如论者所谓只是有名无实的虚衔？
6. 华人精英愿意接受「太平绅士」和立法局「非官守议员」这些职衔是否对促进香港社会发展和改善香港华人的福祉起不了重大的作用？抑或只变成帮助殖民政府更有效管治香港华人的协助者？试加以评论。
阅读资料七、八、九、十，回答以下问题：
7. 孙中山的思想与行动如何受到何启的启发和影响？
8. 你认为何启在中国进行共和革命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9. 参阅资料十一、十二。鉴于当时中国的国情，那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是什么？人民的心声又是什么？你是否同意何启的主张救不了中国？他哪些主张最不切合现实的需要？你认为那时中国最重要最优先的改革应在哪一方面？
10. 据资料十三，何启认为哪些阶层或类别的国人在救国上担当重要的角色？你同意资料十三的说法吗？
11. 根据资料十四，为什么论者认为孙中山更多的是学到了「医心的本领」？你认为何启在哪方面的贡献最大？试加以评论。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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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柯文着；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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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令扬：〈何启：辛亥革命期间香港之中国资产阶级〉，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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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分析内容：





何启的思想与时代的关系。


何启的贡献和影响。





探讨问题建议：





受西方教育的香港华人精英，怎样理解近代中国的忧患？


何启对香港及近代中国提出的改革建议可行吗？





探讨问题建议（1）：受西方教育的香港华人精英，怎样理解近代中国的忧患？





探讨问题建议（2）：何启对香港及近代中国提出的改革建议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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